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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世说新语

  《新周刊》第585期封面文章《哈哈哈：谁在制造我们的笑点》中写

道：我们被什么逗笑过，什么时候最欢乐？笑点这么多，为什么我们却

容易不快乐？是什么阻挡了幽默的发生与传播？谁在制造笑点，为我

们是否发笑而殚精竭虑？为了让我们发笑，他们经受了怎样的压力与

煎熬？喜剧之外，我们开发了哪些非常规的笑点制造方式和幽默机

制？我们希望从不同角度，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从情景喜剧里“罐头笑声”带着电视机前的观众笑，到如今每个

人拿着手机刷短视频得到简单的快乐；从相声到脱口秀，从冯氏喜剧

称霸贺岁档到春节档喜剧类电影扎堆；从中文曲艺和喜剧的熏陶，到

国外脱口秀和剧集的影响——— 中国人的笑点在不同形态、不同时期、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品中，完成了培养、继承与进化。同时，幽默的边

界在近期成为热点话题。我们为什么总是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

关于幽默边界的讨论，关于是否冒犯的判定，关于评论资格的质疑，

关于大众人文素养和幽默感缺失的批判，从来没有停止。喜剧里包含

了犀利与冒犯，生活里暗藏着边界与禁忌。我们的生活中遍布笑点，

但我们已经很难真正地快乐。笑与不笑，都是个问题。

生活中遍布笑点却很难真正快乐

  《三联生活周刊》第1133期封面文章《寻访一座咖啡城市》中写

道：KONOMI COFFEE和集福咖啡是咖啡行业的人到深圳都会逛一

下的“咖啡地标店”。在北京，这样的店大概会开在杨梅竹斜街或者其

他几个北京著名的胡同里；在上海，这样的店大概会开在武康路、南

昌路等十里洋场风情的街巷。但在深圳，这两家店却开在上班族的日

常生活里。附近工作的白领买一杯咖啡、一个海盐包带走做早餐，也

有两三个同事抱着电脑相约来这里短暂坐一下，喝杯咖啡喘口气。

  咖啡行业跟当下中国的很多领域一样，观念上的变化特别快。几

年前，消费领域还在争论“中国人喝不喝得出咖啡的好坏，在不在意

咖啡的好坏”，进而讨论“中国人喝咖啡主要是消费第三空间和文化，

没有这些附加值，咖啡馆如何存活”。

  为了具有竞争力，就得做出品质不错的咖啡。一些独立咖啡店

（大多数是租金不高的小店面，座位很少，开在日常生活里）的店主，

年复一年地打比赛，通过这样的方法钻研咖啡、跟同行切磋。也有一

些店主不断地学习，并把自己对咖啡的热爱分享出来。或去其他城市

逛店，喝各地咖啡分析差异，是水、烘焙的区别还是牛奶的区别？进而

精进自己在咖啡上的业务能力，以提高咖啡的品质。

咖啡行业在观念上的变化特别快

（赵珊珊 供稿）

  《新民周刊》第1133期文章《能不爱江南》中写道：先是在风里。酥

酥麻麻，吹面不寒，挠得人心痒难耐。再是在雨里，密密斜织，沾衣欲

湿，让天地都笼上了一层薄雾。然后，在唧唧喳喳的鸟鸣声里，在郁郁

青青的河畔草里，在被烟花三月撩逗的一张张笑靥上……江南的春

天已经来了。春光明媚的江南，做什么都是合适的、惬意的。

  要吃：赶着时令采茭白、莲藕、南芡、茨菰、荸荠、水芹、红菱、莼

菜，图的正是这“水八仙”的新鲜。要喝：肚皮填饱了，一杯“明前、洞庭

山、柴火锅、手工炒”的碧螺春，飞翠落水沉，是“吓煞人”的香，幽闲盈

抱。要玩：燕子矶、白鹭洲、乌衣巷、栖霞山；夕阳檀板雷峰塔，二十四

桥明月夜。要乐：听那吴侬软语，吴腔越调。听那琵琶和弦子串起一折

一折跌宕起伏的故事。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江南不是春。这里是西湖采莲，虎丘赏乐，

秦淮摇桨的江南，拥三吴风月、六朝烟水，蕴不疾不徐、见过世面的态

度。所以，这里的春天，最教意驰神往。岂止是春天，对与江南之间存在

深刻羁绊的人们而言，此地四时风物无有不美，铭肌镂骨，生生世世。

  长相思兮长相忆，慕江南兮无穷极。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江南不是春

□ 周光权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之下，对刑民（行）关系的处理，尤其是

刑事违法性的确定需要顾及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民法、行政

法上不违法的行为，不应当作为犯罪处理。但显然不能反过来

说，只要是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上违法的行为，就一定具有刑

事违法性。换言之，前置法的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存在必要条件

关系（无前者，则无后者），由此决定了出罪机制；但就入罪机制

而言，二者并非充分条件关系（有前置法的违法性，未必有刑事

违法性）。因此，在入罪的意义上，不应当赞成前置法定性、刑事

法定量的主张，否则就无法适度抑制司法实践中随时都可能滋

长的处罚冲动。

  根据上述基本立场，在上一篇文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的处罚限定》（载《法治日报》2021年4月21日9版）的基础上，这里

再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准确认定问题进行分析。

  必须承认，实务中对于本罪的认定存在处罚范围过大的疑

虑。例如，在被告人推广的新能源汽车工业经营项目客观存在，

且有相关专利技术支撑，经营活动有一定发展前景，且吸收、募

集的资金主要用于真实项目，投资者申请退还会员费时也予以

退回，被告人通过推广项目营利的故意很明确的，也被法院认定

为成立本罪。又比如，实践中还大量存在被告人建立商品销售网

络推销真实的化妆品，但因其存在层级，也被以本罪定罪处罚。

这些实务取向都提出一个问题：在传销活动领域，犯罪认定和前

置法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处理？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

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

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

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

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

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从上述规定看，组织、领导者实施本

罪的过程大致是：首先，要诱骗他人取得传销资格；其次，要按照

一定顺序组成层级；再次，要以“拉人头”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

利依据；最后，要骗取财物，从而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中，“骗取

财物”是传销犯罪活动的本质特征。

  按理说，本罪是典型的行政法。如果按照有的学者所主张的

前置法定性、刑事法定量的逻辑，对于本罪的认定只不过是在前

置法所认定的违法性基础上再确定具体的数额、数量。但是，如

此得出的定罪结论明显过于宽泛。

  本罪的前置法是国务院2005年发布的《禁止传销条例》，其

第七条规定，下列三种行为均属于传销行为：“拉人头”、收取入

门费以及“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

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

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由此可见，行政法上所

反对的传销行为范围很广，经营型传销、诈骗型传销都是严厉惩

处的对象。

  但是，在刑事司法中显然并不是将前置法中的违法性判断

标准直接作为刑事违法性的判断依据。刑法仅将“拉人头”、收取

入门费进而骗取他人财物的“诈骗型传销”作为处罚对象。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

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13年11月14日）第

五条的规定，传销活动的组织者或者领导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

传销活动的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

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

的，是“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对于单纯的“团队计酬”式传销活

动，不作为犯罪处理。

  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是合理的，因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

的落脚点在于“骗取财物”，其他规定不过是围绕“骗取财物”

这一目的所作的描述。“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

名”强调的是，并无真实的商品和服务，行为人使用了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的诈骗手段；“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

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

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

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强调的是，由于商品和服

务是虚假的，故行为人不可能通过正常的商业经营维持其运

转，而只能不断扩大其参与人员规模，用后加入人员的资金支

付前加入人员的返利，由此极有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导致后

加入人员经济上受损；“骗取财物”是上述行为模式的必然结

局。按照陈兴良教授的观点，“骗取财物”并不仅仅是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行为的性质，而且是本罪独立的客观要素。这种诈

骗型传销在构成要件上具有其特殊性，不仅要有被告人的欺

骗行为，而且还存在加入者因受欺骗参与传销组织而产生认

识错误。在被害人基于这种认识错误而交付财物时，对于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者才予以处罚，唯其如此，才是对诈骗型传

销犯罪构成要件的完整表述（参见陈兴良：《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罪：性质与界限》，《政法论坛》2016年第2期）。因此，“团队计

酬”式销售模式不属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规制范围，处

于刑法上“意图性的处罚空白”之中。

  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确实不宜再将传销组织有层级，外观

上有“拉人头”的嫌疑，但上一级成员的提成主要以下一级的商

品销售额（而非主要以“人头数”）作为计酬依据的情形认定为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将其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即为已足（当然，类

似行为视情形也可能成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考虑刑事违

法性和行政违法性之间的差异，人为扩大刑事处罚范围，明显违

反罪刑法定原则。

  （“刑民关系与犯罪认定”之三详见《法治日报》2021年4月

21日9版）

经营性传销活动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

刑法光圈

“刑民关系与犯罪认定”之四

□ 本报记者 蒋安杰

  近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

研究中心、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北京企业法律风

险防控研究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

研究院与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承办的第八届企

业刑事合规高端论坛暨《2019-2020企业家刑事

风险分析报告》发布会在京举行。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

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高铭暄，中国法

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原副部级专职委员胡云腾，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谢鹏程，全国工商联法律部

部长王洪武出席会议并致辞。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中

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主任张远煌正式发

布《2019-2020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该报

告揭示和研判了民营企业家和国有企业家在刑

事风险的主要形态，刑事风险高发产业、高发环

节、高发岗位、高发人群、高发地域以及高发犯罪

的潜伏期和不同身份涉罪企业家的处罚特征等

方面的最新变化趋势，这份报告连同先前七届论

坛发布的研究报告，全面揭示了企业及企业家刑

事风险规律，不仅具有重要的刑事政策反思价

值，而且也为解决检察机关正在推行的企业合规

改革中的瓶颈问题——— 如何确立适合我国实际

情况的引导企业进行合规管理的合规通用要素

与制定司法机关或第三方机构评估企业合规计

划有效性的标准，以便督促企业建立和实施有效

的合规计划提供了基础性的事实支撑，也为未来

我国刑事立法引入合规概念、创设具有中国特色

的刑事合规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路径与策略参考。

样本收集与数据处理

  张远煌介绍，报告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传的

刑事案件判决书、裁定书为检索对象，对2019年

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上传的所有刑事案件

判决书、裁定书，按照设定的统计变量进行系统

检索，从中筛选出符合企业家犯罪定义的案例

2635件作为分析样本而成。

  为了准确描述企业家犯罪特征，报告从犯罪

行为、犯罪人和刑法适用三个方面，共设定了

50余项指标，主要的指标包括：犯罪企业家的性

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企业职务、涉案人数、主从

犯；犯罪企业家所涉企业性质、产业类型、发案地

域、企业所在地、初犯时间、潜伏期、涉案金额、犯

罪所得以及企业家犯罪所涉罪名、罪名数量、罪

名结构、触犯频率、共犯关系、刑种适用、刑期分

布、罚金刑适用、缓刑适用、附加刑适用、免予刑

事处罚等。根据上述测量指标对所收集的案例进

行逐案解析，并通过Excel统计软件将所有案例

数据进行汇总，建立了“2020年企业家犯罪案件

数据库”，作为本报告统计分析的依据。

  报告显示：在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

日上传的刑事判决案例中，共检索出企业家犯罪

案例2635件，企业家犯罪3278次。在3278次企业家

犯罪中，性质明确的3265次。其中，国有企业家犯

罪数为234次，约占企业家犯罪总数的7.14%；民营

企业家犯罪数为3011次，约占企业家犯罪总数的

91.85%；外商及港澳台企业家犯罪数为20次，约占

企业家犯罪总数的0.61%。

  在3278次企业家犯罪中，共涉及犯罪企业家

3095人。在3095名犯罪企业家中，性质明确的有

3082人。其中，犯罪的国有企业家人数为187人，

约占犯罪企业家总人数的6.07%；犯罪的民营企

业家人数共2876人，约占犯罪企业家总人数的

93 .32%；犯罪的外商及港澳台企业家人数为19

人，约占犯罪企业家总人数的0.61%。

  除去外商及港澳台和性质不明确的共计33

件案例外，剩余企业家犯罪案例2602件、企业家

犯罪数量3245次和犯罪企业家人数3063名作为

本报告的研究对象。在3245次企业家犯罪中，国

有企业家犯罪数为234次，约占7.21%，民营企业

家犯罪数为3011次，约占92.79%。在3063名犯罪企

业家中，犯罪的国有企业家人数为187人，约占

6.11%，犯罪的民营企业家人数共2876人，约占

93.89%。

  记者注意到，本次论坛名称由前七届的“企

业家刑事风险防控高端论坛”，改名为“企业刑事

合规高端论坛”。张远煌表示，论坛名称的变化不

仅没有改变论坛的主旨，因为刑事合规的实质就

是制度化、规范化的刑事风险防控，而且这一改

变很好地体现了论坛始终面向社会重大需求的

特点，契合了检察机关正在推动的企业合规改革

试点工作，回应了传统企业合规日益向刑事化方

向演进的国际趋势。

  据了解，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

防研究中心率先发起，并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反

贪总局三局于2013年联合创设的企业家刑事风险

防控高端论坛，作为横跨法学界、司法界、企业界

和律师界的全国性学术交流平台，至今已走过了

九个年头。论坛始终聚焦于完善我国市场经济法

治建设、提升企业犯罪治理能力、促进企业和企业

家健康成长、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题，连

续举办了七届论坛会议，积极倡导企业和企业家

犯罪预防性治理，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新意和时代

特色的研究成果，促进了刑事风险防控理论与实

践发展，产生了较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会议首次会集近150多位犯罪学、刑法学、刑事

诉讼法学、公司法学代表性学者以及司法界、企业

界、律师界代表性专家，对作为传统企业合规升级

发展形态的刑事合规展开全方位的集中研讨。

  高频罪名 身份特征及犯罪特征

交叉分析

  报告显示，2020年企业家犯罪的前十名高频

罪名分别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合同诈骗罪、挪用资金罪、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

罪、污染环境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在2020年度，企业家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共计647次，其中国有企业家触犯2次，民营企

业家触犯645次。在性别方面，男性犯罪远高于女

性；在年龄段方面，30至59岁是高发年龄段；在学

历方面，大学（大专）及以上学历占大多数，其次

是初中学历；在职务上，主要集中于企业主要负

责人以及其他核心部门负责人；在企业所在市经

济发展程度方面，二线城市分布最多；在发案环

节上，主要集中于融资活动以及日常经营活动；

在犯罪潜伏期方面，以十年以下居多，偶有十五

年以上乃至超过二十年的情况。

  （二）职务侵占罪

  在2020年度，企业家触犯职务侵占罪共计373

次，其中国有企业家触犯12次，民营企业家触犯

361次。在性别方面，男性犯罪远高于女性；在年龄

段方面，30至39岁是高发年龄段，40至59岁人数次

之；在学历方面，已知学历的情况下，学历为小学

及以下的企业家非常少，大学（大专）以上学历最

多；在职务上，主要集中于企业主要负责人以及

其他核心部门负责人；在企业所在市经济发展程

度方面，二线城市分布最多；在发案环节上，主要

集中于日常经营以及财务管理活动；在犯罪潜伏

期方面，主要集中在五年以下，十年以上较少。

  （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在2020年度，企业家触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共计215次，其中国有企业家触犯1次，民营企业

家触犯214次。在性别方面，男性犯罪仍远高于女

性；在年龄段方面，30至59岁是高发年龄段；在学

历方面，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中专）学历；在

职务上，主要集中于企业主要负责人；在企业所

在市经济发展程度方面，一线城市分布最少，四

线及以下城市分布最多；在发案环节上，主要集

中于薪资管理环节；在犯罪潜伏期方面，主要集

中在五年以下，除个别情况外基本为十年以下。

  （四）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在2020年度，企业家触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罪共计167次，其中国有企业家触犯25次，民营

企业家触犯142次。在性别方面，男性犯罪仍远高

于女性；在年龄段方面，触犯该罪的企业家集中

在30至59岁；在学历方面，触犯该罪的企业家学

历多集中在初中学历；在职务上，主要集中于企

业主要负责人和实际控制人、股东；在企业所在

市经济发展程度方面，主要分布在二线城市；在

发案环节上，主要集中于财务管理环节，其次是

日常经营活动环节；在犯罪潜伏期方面，该罪的

潜伏期集中在十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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